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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传统法律

个社会学的试探

近年来，有关如何把儒家伦理“注入”当代中国法律的问题

的讨论，逐渐增多，这种把法律与传统文化作联想的尝试，不一

定是如洪水猛兽般开倒车的做法。相反的，从法律社会学与法律

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提供对“法律”此一社会文化现象作更多

种进步，起码法律被置诸一个面向的思考上，这种联想也许是

纵向的时间之流（传统与现代）以及横向的社会处境（ 个新兴

的工业社会）作检视，而不只是把它当成国家制定的一连串规范

合成的体系而已。

但这只是触及一个大问题的开始：“究竟儒家伦理与当代法

律还存在（或者还可能存在）什么关系？”是一个相当严肃而又

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课题，无法简单地想要怎么“注入”就能

“注入”的。本章拟先对儒家伦理与传统法律的关系，作一社会

学式的（包括人类学式的）试探，然后他日另文再讨论儒家伦理

期，页本文原发表于“中国论坛”，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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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法律之间的问题。

一、法律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

“法律”可用不同角度来探究，简单地说：对人类学家而言，

它是个动态的文化现象，无法自外于其文化与传统，不同文化可

能产生不同的法律文化（参见本书“法律人类学简介”一文）；

是社会规范的一种，亦非国家所专有，与其所属的社会环境具有

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与法律释义学家（狭义的法学家，Ｒｅｃｈｔｓ－

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ｅｒ）视法律为一套由逻辑严谨的应然（Ｓｏｌｌｅｎ）命题所组

会皆为法律的背景，法律体系与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等

皆存在一种交互关系。

这种交互关系是辩证性的，亦即不是单向式的（如经济发展

决定法律）。法律体系一方面是个与文化社会其他部门划分的次

级体系（初民社会较不明显），另一方面也与其他部门同样置诸

在一个文化脉络与社会体系之内，彼此相互影响。

以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后，儒家、法家

思想合流，礼与法并列，配合政治上中央的“家产官僚制”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　Ｂｉｉｒｏｋｒａｔｉｅ）与地方放任的宗族乡党自治的政治型态，

以及匮乏式的农业经济等等，历两千年治乱相循，大抵社会的本

质变化不大。礼法并列，其实就是法律的礼俗化、伦理化，儒家

〔Ｉ〕作者在本书中的两篇文章“清末民初法律的继受问题—韦伯社会学观点的尝

试”、“中西不同法律观的颉颃—继受过程中的台湾法治”即是试图探讨在继

受西法之后，儒家伦理与当代法律之间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者识：近年来则

除了有关“情、理、法”的研究之外，还有有关台湾“调解制度”、“祭祀公

业”、“神明会”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个别法律问题上，中西不同法律观之

间，的确产生很多既具体又丰富的分合问题。

对社会学家而言，法律是个实然（Ｓｅｉｎ　），即具体的社会事实，

成的体系不同（洪鎌德，１９７４：　１７６）。换句话说，整个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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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理想体现在中华法系上，便是对家族与阶级的强调与重现

（瞿同祖先生语）。儒家视法律为礼俗的辅助，两者皆为以家族伦

理为基础约五伦的实践手段，藉之来维系一个有等差、有秩序的

社会，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藉礼法安

排伦理名份以组织社会。

两千年治乱相循，中国法律与伦理、礼俗、政治、经济等的

犬牙交错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律多元主义（

研究法律，不能单从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典着手，而也需从法

律实际的体现来观察。后者除了从官方法庭实际处理的诉讼案件

作个案研究之外，尤须注意到任何社会皆可能存有的法律多元主

义的 的情形。按法律社会学家艾理希（

看法，法律非国家所专定，而是内蕴于社会机构或社会习俗之

中，因为社群的生活、行动中自有活生生的法律（

来规范社群的生活。表面上由国家所制定通用的法条，

皆可在社群生活的实际中寻其根源，它为“社会团体的内在秩

序”。 ；洪鎌德，

对艾理希而言，各社会团体的风俗（ ）即是广义的法

律，而狭义的（国家）法律需以风俗为基础，亦是风俗之一种。

他更进一步区分法律规范为：行为规范与判决规范（

。行为规范往往指涉的是一个和

平的秩序（ ，日用平常的活生生的法律；判决规

范指涉的是现行法（ ，法官依法条而作判决。

一旦日用平常的和平关系受损，诉诸判决规范，关系破裂，法庭

。上见分晓（

出身法学的韦伯（ 也拒斥了只有国

法才是法律的说法，他所持社会学的法律概念：法律是一个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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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透过 个为它而专设的强制机 ，以强构（

制为其保证者。换句话说，对韦伯而言，凡设有强制机构的社会

团体皆有其法律，家有家法，帮有帮规，党有党章，家族、行

会、帮会、工会、教会、政党⋯⋯皆有其自己的规矩（法律）。

国法只是诸法的一种，这是另一种对法律多元主义的阐释（

： 。

以研究初民法律为职志的法律人类学家罗勃士（

等人，强调对初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实际解决社会冲突过程的

。换句话说，任何解决研究（ 冲突、维系秩

序之举皆与法律有关，如氏族间、邻里间的调解，老人的仲裁、

酋长的判决等皆为法律。这种取向与初民社会的特性有关，因为

初民社会中不一定具有所谓法官、法庭等自成体系的法律组织，

其承担法律的组织或个人往往与其他组织（如氏族）难分。显而

易见的，此一取向亦预设了社会中法律是个多元的现象。

晚近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已不限初民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为研

究对象，西方现代社会各种非正式的、法庭外排难解纷的方式，

甚至其与国法相左的一面，如“（国）法外的抉择”

）或对抗者的问题。娜德尔（ ）等人所开展的

此一进路，亦是法律多元主义的研究，实际上已与研究活生生的

法律的艾理希相当接近。

“（国）法外的抉择”是西方社会日愈法律化（

）所引起的反对声浪，荷兰法律社会学家布兰肯堡

）则认为，由法律实际运作来看，其

中即有抉择式的法律形式，“法外抉择”的观念可以用“或多或

少的法律”来代替，依法律诉讼程序多寡程度而定。换句话说，

他也避免认定国法才是法律的说法，而用较宽泛的法律概念来含

括多元化的法律现象。对他而言，法律有个似连续体的运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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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介于调 ）之间。调解与判决解与判决（

恰立于理念类型的两端，前者指较少的法律，后者则是较多的法

律，行使前者成为调解者，行使后者成判决者（法官）。法律运

作的层次由少到多依次是法庭外的调解、法庭上的调解以迄法官

的判决。

让我们综合一下艾理希对行为规范与判决规范的区分，以及

布兰肯堡的“或多或少的法律”，可以对法律规范的实际运作有

一个连续体式的层次划分：

行为规范：活生生的法律，属日用平常的和平秩序。

法庭外的调解：一旦发生纠纷，争执双方可先寻求法庭

外的调解与“私和（”中国古法称“调处”）。

庭上调解：调解不成，诉诸法庭，庭谕和解。

判决规范：再不然，庭上可径付判决。

当然，这只是为分析方便而作的理念型的划分，实际上层次

间难以确切区分，且可能同时在同一案件中运作。从其他角度看

法律的运作，也可以有其他类型的划分。

由一至四，法律程序渐次正式化，法律的成分或程度也越来

越高。法庭外的调解，往往由双方皆熟识的人出面，晓以利害得

失，劝解双方。如果双方关系仍然紧密，和解成功的可能性越

大。上了法庭，法官是与双方无涉的客观第三者，可以考量情况

作和解或判决的处理。不过正如法律社会学家盖格（

所指出的，法官的和解诉求是以有最后判决权为其后盾的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分析，涉及国法与国法外其他法律之

间关系的问题，此处无法细论。基本上国法是有垄断性的，但国

法某种程度亦须考量实况，对活生生的法律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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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

让我们以第二节的法律社会学与法律人类学的分析为基础，

回头看看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实际运作状况。

统后，两千年治乱相循秦汉大 ，独能屹立不减者为：乡

村、里坊与宗族。在法律运作的形式上，据戴炎辉先生（

的研究，朝廷及地方政府因为力量有限，仅能掌握兵马、

财政、户婚、田土及重犯惩罚等重要事项。至于地方治安、微罪

处罚、农桑、工贾及轻微民事争执（钱谷、田土、户婚）等项，

大率委任地方自治及调处。地方治安除保甲外，多放任人民自行

组织，家族、宗族、乡党等血缘地缘团体便是地方治安的基础。

民间细故，官既不过问，民又不愿告官，造成放任的地方自

治。公刑罚（国法）并未完全垄断惩罚权，诉讼程序上，官方受

理告诉后，常有批示当事人就宗族、邻里、行郊或一般公亲人的

调处，私人和息，亦准销讼。民间有争执，告官往往是最后手

段。公刑罚虽确立，但并未排斥宗族、乡里、行郊的裁决或调

处。其裁判间亦有处以死刑、肉刑及其他私刑。一般而言，非至

死刑或肉刑，官亦予默许（戴炎辉，

西方学者以社会学观点研究 史德中国传统法律的杰作，范

的《清代法律制度》布莲克（

里，对宗族、行会、邻里的法律功能也有类似的描述。她称它们

有如国家法院所属的下级法院，宗族主要在继承、收养、祭祖方

面；行会主要在买卖方面；乡党邻里主要在土地、赁卖契约方

面，发挥其法律制约的作用。大多数的中国人生活在这三个组织

之下，家法、行规、地方风俗等活生生的法律，扮演了比国法更

积极吃重的角色。细究其因，儒家伦理是其关键，我们将留待下

节讨论。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法出多门，史布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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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回避了庞德（

与雷德克 布朗、麦雷特（ 里夫

）带西方 ）式的法律定义，中心主义（

采取较宽松而实际的角度，从冲突的解决与秩序的维持的过程入

手，得到我们在前述第二节同样的结果；视法律为一个连续体，

由非正式的调解一直到官府衙门的判决，诉讼过程渐渐正式化而

繁复化，用布兰肯堡的字汇来说，这是法律程度（成分）由少到

多层层相连的连续体。

乡土社会是个“反诉讼的社会”

因为 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

的冲突。在宗族、乡党、行会等这些面对面团体里，个人被紧紧

束缚着，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于焉，法律争执一步步先在这些

团体里消融解决掉，非至绝路，绝不告官兴讼（

。

非正式的调解（调处）往往由 个认识争执双方的人出马，

对双方晓以利害。家与家问的争端，五服亲长者有劝和的义务，

必要时加以仲裁。读过圣贤书的乡绅、族内受敬重的尊长，尤适

担任调解者。如果仍然不成，制度化而正式的权威，如族长、乡

长、行会领袖就必须扮演调解或仲裁甚或判决的角色，县衙门只

个由“私了”是最后的抉择而已。如此层层类推，才是 渐向

“公断”发展的过程。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运作是相当多元化的。宗

族、乡党、行会等地方血缘地缘与职业团体，在国法容许下，即

可具有前述由行为规范以迄判决规范等四个层次的法律形式，有

时也会与国法相冲突。

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多元主义，史布莲克比拟于魏诺桂

多夫爵士（ ）笔下的中世纪欧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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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会法（建法（ 相辅相成的情形。中国

国法是建立在最高道德之上，民间法律则建立在习惯的道德之

上。前者动辄以刑罚威吓，后者则以既成的习惯风俗为制约手

段；欧洲中古的教会法不重土地与身份法，封建法不重正义与犯

罪的判准，彼此互补短长。或者也如艾理希论及的罗马帝国前已

民存的习惯法 法 ， ）有同样与国家制定法（

效的情况。在这两个地方（中古的欧洲、帝国前的罗马）都有两

种法律彼此共存互补的情形出现（

。

四、以儒家伦理组织社会

就法律的实质内容来看，无论国法或民间活生生的法律，都

深受儒家伦理的强烈影响。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都有分寸的社

会。有上下，有远近，本乎人情（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有来

有往地互动。五伦则是对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归纳：“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滕文公上》四）。

这种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常在家庭（家族）等初级团体里产

生，或可称为初级关系（ 。简言之，五伦即

是初级关系的组织原则。初级关系讲究全人格的互动，是非正式

的（ ）关系，家庭成员间的亲昵关系最具代表性。儒家

伦理正立足在家庭（家族）成员间的关系上，以家族为其依凭的

基本单位，然后一步步扩而充之，修齐治平，亲亲而仁民，仁民

而爱物，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希望纳入同样的关系原则下，甚至人

与自然的关系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推至终极，把家族外、宗族外

可能会有的，立基在正式化的次级团体上的次级关系（

，统统加以转化。次级关系即是正式（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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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非人格的互动，成员间无需有面对面的接触，大行政机构成

员间的关系即是一例。

修齐治平，一步步扩大初级关系的组织原则，把所有可能存

在的次级关系统统加以转化，这种转化过程，或可称为初级关系

化。人类学研究社会关系时，也常发现亲属关系成为其他社会关

系（甚或人神关系）所模拟的对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异

姓金兰，“天父 人子”即是其例，人类学称为拟亲（

）关系。五伦把其他社会关系转化为初级关系的过程，借

用人类学的拟亲观念，也可称为拟亲化。

除家族血缘关系自然发生外，往往地缘的邻里、街坊、乡

党，也会自然发生出讲究面对面互动的初级关系（初民社会往往

两者难分，血缘、地缘合 ）。血缘、地缘关系皆产生初级关系，

五伦便极易一层层出家族、宗族扩充到乡党，成为家族成员间、

乡党成员间建构关系的原则。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经济行为往

往与血缘、地缘因素难分，同行同居一街，父子相传，发展出来

的也是初级关系，所以行会成员间即使无亲属关系，也模拟兄

弟关系，彼此来往，讲究全人格的互动。

这种初级关系，立基于涂尔干（ ）所谓的集体

意 识（ ，以同家族、同宗族为其核心。扩

而大之，关系网加大，共同隶属的群体可及同姓、同学、同行、

同乡、同党、同年⋯⋯等非亲属团体，即使同朋友好亦在其列。

这种认同的过程，无非是一种初级关系化的努力， 人类学家

）傅瑞德（ 用 字以涵盖之，相当于闽南语“同

〕按：此处所谓初级关系化（儒家伦理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加以人伦化的努力），

作者后来认定是一种“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人伦意义的普遍主义），参见本书

相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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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所指涉之义（庄英章、陈其南，

至于较有可能发展成非私人的关系，属于诸群体之上“公”

领域的人际关系，如国家部门成员之间，仍然在伦理涵蕴下，被

要求全人格地私人关系化，形成韦伯理念型下用以对照“近代科

层制”的“家产官僚制”般的政体。家产官僚制虽表面上具有公

家机构的官僚体系，但君侯将国产视为 当作恩家产，以私有仓

赏赐下，臣下为君侯征租，享有手续费等收入。君臣间的关系是

私情重于公谊，讲求全人格的互动，本属可能发展为正式的次级

公谊，也被初级关系的私情消融了。关系 简言之，五伦即是

初级关系的组织原则，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法律上⋯⋯莫

不如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组织社会纲领。

但是社会关系何止万端，彼此层次不同又未必彼此和谐，受

限于时空因素，绝非以面对面互动为其特性的初级关系所能全部

涵盖。理想上，吾道一以贯之，五伦应能放诸四海皆准；但实际

上，一般人只能在个人生命生活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家族、宗

族、邻里、乡党、行郊、同侪、朋友⋯⋯等建立起初级关系，彼

此寻求认同。因此，其认同的我群，大抵以宗族、乡党、行郊为

主。宗族、乡党、行郊等之外的人，便是陌生的路人，属于被排

斥的他群。此时，并无立基于次级关系上的正式团体来调协群

内、群外的人，理论上国家应是客观的公权力，但是家产官僚制

式的中央，加上放任自治的地方，使国家并不能胜任此 任务。

情、理、法，最可能一视同仁处理群内、群外成员间纠纷的

“法”列在最后，可见其近乎盲点的微弱制约能力。

只不过务实的中国人，善于依环境条件不同，而采取不同层

次的标准来做为结社与认同的基础，这是庄英章、陈其南两位先

生（ ）研究中国人分类原则的结论。换言之，划

分我群、他群的标准是流动性的，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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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性的标准可以随时扩大，把与陌生人的关系初级关系化，

彼此攀点亲带点故，可以减少面对陌生人的尴尬。费孝通先生

）的“差序格局”理论，正刻画出 个以自我为

中心，建构出可伸缩的社会关系圈圈，当以家为我群时，家外的

人属他群，如此一圈圈扩大出去，一表三千里，然后便是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似乎普天之下皆为我群，与自己同隶一个共同群

体之内。但是基本上还须有立基血缘地缘初级关系的脉络可寻，

全球性的同姓宗亲会、同乡会，甚至如异姓联合宗亲会，如刘关

张赵四姓，还须有《三国演义》刘备等人情同手足的故事为基

。

五、儒家伦理与传统法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不但礼法、礼律并

称，礼书与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

上，更受董仲舒《春秋》断狱的影响，瞿同祖先生说：“儒者为

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他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

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

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而为最高的原

则，与法理无异。” 他认为：汉以后儒法两家思想

上绝对的冲突已渐消灭，在礼治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之

下，两种思想趋于折衷调和（董仲舒言：“阳德阴刑，阳不得阴

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瞿同祖， 。但是尊

德礼而卑刑罚，礼先法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

之后），必也使无讼乎，仍是读书人出仕的理想境界，某个意义

上，亦是牵制专制帝王的手段（至于专制帝王的想法为何，以及

能否牵制成功则是另一回事）。

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须由礼乐维持并扩充之。《中庸》：“亲

亲之杀（差），尊严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乐统同，礼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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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礼乐是实践五伦的手段，把诸多社会关系用初级关系的原

则组织起来。正如瞿 ）所言，礼是维同祖先生（

持群体社会分化的，而乐则相反，藉音乐以激起大家的共同意

识，维系社会团结，两者皆为修齐治平的工具；其中尤以礼最重

要，儒家伦理强调的与其说是德治主义，不如说是礼治主义。

礼生于亲亲之差与尊严之等的自然关系，指的是礼的形成是

日用平常生活自自然然发生的习惯规则，积习成礼，此即德国法

律社会学先驱耶利奈克（ ）所谓“实然

所具的规范力” 。这种自然形

成的礼，洪逊欣先生（ 称之为现代新自然法

学者所主倡的自然法，主要注重（艾理希所谓的）行为规范与道

德。

礼形成后，为儒家所归纳剪裁，形成维持社会差异、禁绝争

端、保障和谐秩序的工具，《礼记》：“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

别同异，明是非。”《左传》“：名份不同，礼亦异数。”儒者编纂

出成文的礼书，把自然法系统化了。此时礼已成为狭义法律（国

家制定法，以判决规范为其特色）的基础。

《荀子》“：礼，法之大分也。”《管子》“：法出于礼”，礼法在

中国传统社会是密切无比的，有时为一，有时为二，有时分治，

有时合治，所以瞿同祖先生（ 说研究中国传统

法律必礼书法典并观，才能明其渊源，明其精义。

这种情形在身份法上尤其明显。身份法规律身份（

人在社会的地位）的结合关系，而此结合关系自然发生，以集体

意识（同家、同宗、同血）为基础。身份的结合关系可分为：宗

族、亲属、家属、夫妻、父母子女及监护等，由于是自然发生的

关系，久而久之，积习成礼，风俗礼仪制约了人际的互动，国法

反居被动的地位，多是前者的明文化，而且择要规定，琐碎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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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要事项的具体内容，概委诸前者。戴炎辉先生（

遂结论道：“所以身份法史的攻（研）究，不得只依据国

家制定法（律、令、式等），再须参考经史、小说、戏曲、金石

文及契据等类，尤其调查各地方各时代的习惯，方得明了其内

容 ”

礼与法皆为社会规范，我们不同意瞿同祖先生以制裁方式为

之划分，称前者为消极的制裁，违反它只会带来不齿；后者为积

极的或有组织的制裁（ 。因为礼有时也是以道德为其

内涵的判决规范，非公刑罚主其事的“礼教杀人”例子，即点出

此 严格区分的不妥。我们毋宁把它看成一个连续体，法律程度

渐次递增：礼、法的分际是流动性的，无法截然二分。

法律人类学家包汉勒（ 分析初民社会法

）的关律形成的过程：由相互性（ 系到风俗传统等“初

级社会制度”以迄法律 “次级社会制度”。此地借用他的分

析架构，来看看上述的连续体：

自然发生的相互关系是有等差的，五伦为其纲领（五伦规范

的是有等差的相互关系，瞿同祖先生（ ）认为只有朋

友 伦是对等的相互关系，其他的皆是上下非对等的，持此看

法，五伦实与三纲无异；但有等差的相互关系，是否即是要求片

面服从的非对等的上下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自然关系久而久之，形成习惯风俗礼仪，进入“初级社会制

度”领域。

积习成礼，风俗习惯礼仪进 步制度化，成为“次级社会制

度”；然后再进一步而有礼书出现。

最后礼书为国家所采纳，蜕变为法典，达到次级制度化的终

极 。

礼一方面是初级社会制度，与风俗无异，另一方面与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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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亦属次级社会制度。

这是理念型式的分析，各层次的分际是流动性的，无法作明

确分割。

总结来看，儒家伦理不仅在大传统里对礼经、法典深有影

响，皇帝与士大夫等统治阶层受其制约；而且随着风行草偃、上

行下效，礼教深入民间，与小传统的风俗习惯合流，成为规范日

用平常生活的准绳。其所以如此深化，或许与儒家伦理本身即是

初级关系式的伦理（家族伦理）有很大关系。儒家伦理成了贯穿

大小传统的最主要力量。

六、传统法律的局限

最后，我们想谈谈儒家伦理影响下传统法律的一些局限。史

）的研究布莲克（ 显示，无论国

法或民俗法律，强调的都是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而非个人正

义与权利的发扬。和谐被视为不易的真理，冲突是不好的，如果

不能避免，最好也能迅速和解，让和谐的秩序重新恢复。一味求

和的情况下，往往只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积压的怨怒爆发，后

果有时反而更难收拾。

与之相关的便是：弱者常常得不到保障。群体的秩序为重，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里，因为群体的秩序常常掌握在强者（如有钱

有势）手里，强者容易假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

者，并无所谓“客观的公权力”能够介入而济弱扶倾。她写道：

“⋯⋯而且它（指整个法律体系）的目的，与其说是保护国民，

不如说是维护秩序。官方法庭与民间的下级法庭都不对压制（强

压弱）提供任何制止行动，前者正由负责压制的同样权力所管

理，后者则是强者 具。”手中的

法律便常常沦于喜好破坏规范的土豪劣绅之手，无法令人心服口

服，法律的威信难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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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

理、法皆不外其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史布莲克认为中国传

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

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得微小（

。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

功能有效运作，相反的，它往往反而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许多

被害人无处申诉，只有诉诸形而上的力量，往非理性途上求出路

， 。：（

由此可知，中国人怕 上法庭，视兴讼如蛇蝎已有很久远的传

统，而且这个传统是立基在实际的体认之上的。鄙视法律、反对

法律等疏离性的心态其来有自。 个这是我们今天谈“如何建立

法治社会”所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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